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2008年底金融危机导致 2000万农民工失业，其中大部分返回农村，从而有效地
缓解了农民工失业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西方人士本来以为 2000 万农民工失
业必引发中国社会的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崩溃，但正如过去西方一再预言中

国崩溃，中国却一直保持高速平稳增长一样，这次失业农民工平稳返乡，中国社

会仍然和谐，再次让西方预言落空，也再次让西方人失望了。 
 
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可以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并能有效应对来自国

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为什么西方最近二十年一直预言中国崩溃，却次次出错？

这都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相对集中和发达的城市与相对分散和不发达的乡村这

样两个不同部分所构成的中国整体。有人夸张地说中国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方面来形容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有体制性的

原因。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管理，户籍制度的核心是背后的福利，

比如城市户籍往往是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尤其是具有在城市就业的优先权，农村

户籍是很难获得城市户籍福利的，但农村户籍也并非就什么保障都没有，至少，

农村户籍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所在村社集体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可

以有一块宅基地。分田到户以后，可以分到一块自主经营的土地。等等。 
 
在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之间是相对分开的，是身份性的，即农村户籍人口是不可

以随便进入城市工作的。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农民开始进城

务工经商。到了 19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制度变革，城市户籍本身
所包含的福利开始减少，户籍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逐步脱钩，国家也不再为城市

户籍人口优先安排工作。城市户籍的商品粮户口也因为粮食自由流通，而失去意

义，商品粮在 1990 年代取消。城市户籍含金量减少，一些地方开始放开城市户
籍，尤其是 1990 年代中期，中国相当部分地区推行蓝本城市户口，即若农村户
籍人口交一定费用，可以通过自办商量粮而获得蓝本城市户口。 
 
到 2003 年，因为孙志刚事件，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最近几年，国家为进
城农民办暂住证的工本费也已取消。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在最近几年已大为减

少。农村户籍人口自由进城已不是什么问题。农民进城的体制障碍越来越少，并

非农民就可以轻松进城及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在城市生活下来，

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要有地方住，及必须要能养家糊口。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运气好的可以挣比较多的钱，或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稳定的

就业和收入，可以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买房，可以在城市安家，可以在城市完成劳

动力再生产，及可以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但从目前中国情况来看，进城农民中

能有这样好运气的人相当少，其比例恐怕不足进城农民的 10%。 
 
还有 90%的进城农民，他们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经商，一方面还要依靠农村的土地
来养活父母。这样的农民家庭是依靠务农的收入再加上务工的收入来维持一个家



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地说，这个农民家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务

农收入提供一家的温饱之需和日常支出，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则成为家庭中购

买奢侈品或用于发展的收入。这 90%的进城农民家庭，他们因为父母仍然在家务
农，有务农收入，而农村消费又比较低，他们才可以获得超出温饱的体面生活。

若仅仅依靠城市务工收入，他们无力在城市购房，更不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接到城

市生活。这样看来，90%进城农民其实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因为他们无
法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收入条件。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虽然国家统
计局一直以来都是将这些进城农民工统计为了城市人口。 
 
目前这种不是体制障碍而是收入障碍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

种软性的二元结构，而不是之前的刚性二元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就不再只是可以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来消除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元结构是与中

国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二元结构。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

一定必然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仅相当于欧美日的 1/10左右，
而中国产业集中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大都是低端的高竞争、低利润的产业，所

谓“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产业无法为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无法发放工
人比较高的工资，甚至无法足额交纳国家税收。国家无法收到高税，也就无法建

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拿不到高工资，也就不敢也不可能高消费，而没有

高消费，也就不可能有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没有第三产业的

大发展，进城找到工作的机会就有限。等等。一句话，在“中国制造”还没有变身
“中国创造”时，中国就无法从全球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就只能在与欧美日等发
达国家进行交换中输出利益（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高端的低竞争、高利润

产业中）。当然，中国仍然是全球化中的获益者，这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

大秘密，这个秘密的核心就在于，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更为廉价且

素质相当高的劳动力，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能从全

球贸易中获取（也许不够多的）利益。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

的发展中国家。而之所以中国可以有着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高素质且廉价的劳

动力的原因，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家庭可以通过代际分工来分别从

务农和务工中获取收入，从而可以在不完全依靠务工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的

再生产，甚至可以获得超出温饱的还有点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中国可以从全球

化中获益的秘密其实正在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有人不满意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希望推动农民的积极进城，从而快速提高中国

的城市化率。这些人甚至想出通过推动农民土地的永久流转等办法来让农民不可

逆地进城。不只是学者这样想，而且诸如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正在如此实践。

但是，推动农民进城的关键在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即使进城

农民可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假设而已），进城农民离开了土地，也就离开了来

自土地的收入。这个进城的五口之家（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夫妻，年幼的子女），

父母年老不再能劳动，他们带着孙子在城市生活，年轻的夫妻则在城市打工。城

市生活费用高过农村，以前老年父母还可以在农村务农，务农收入可以维持全家

温饱及日常支出，现在没有了务农收入，而只能依靠年轻夫妻务工收入来维持日

常生活。依靠务工收入，一家人在城市能维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他们显然不再



能存下钱来，也再难买得起奢侈品，也很难说活得体面。他们全家进城后，生活

质量理所当然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想一想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
在城市里都有大规模贫民窟，就不难理解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了。大量农民进城

且失去土地收入，则这些不可逆地进城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就会沦落到贫民窟

生活的命运了。这样一来，在城市内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当前构成农民进城障碍的体制因素是越来减少了，但收入障碍却并未减少。在农

民进城并不因此就可以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并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情况下，

推动农民不可逆地进城，显然是对农民没安好心。有人说政府可以为进城农民提

供保障，但一方面中国财政真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所需的最低

生活保障吗？何况当前中国依靠土地收入的财政，可谓是饮鸩止渴，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指望政府提供的那点社会保障就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只要懂得中国

人均 GDP在全世界 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 120名以后的现实，相信稍有头脑
的人都会有一个判断。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独具中国特点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谓中国式城

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并不在体制上限制农民进城，另一方面，

若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得好运气，并感到城市生活过于艰难、辛酸、无根，他

们还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将选择的权利留给

农民自己，这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优点。总体来讲，最近 10 年，农民进
城的障碍是越来越少了，但农民返乡却变得困难起来。 
 
具体来说，当前农民家庭收入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务农收入，一是务工收

入。老年人在家务农，年轻人进城务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第二代农民工

进城，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回农村生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

城市梦。他们努力务工挣钱在城里买房，或依靠父母的积蓄买房。他们当然不可

能在大中城市买得起房子，他们就到县城买房。但他们即使买得起房子或买了房

子，他们的务工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得起自己的家人，甚至无法维持自己在城市的

基本生活，因此，这些进城的年轻人让父母在家种地，他们带子女在城市生活。

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就不仅不用养育父母，而且父母种地的收入还被拿到

城市供年轻人消费。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依靠代际转移进行的城市对乡村的剥削。 
 
年老的父母正逐年老去，住在城里的年轻人也正逐年失去在城市务工的年龄优势。

一旦年老的父母不再能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中年的进城农民又越来越少城市就业

机会，这个时候，他们是否还回去及是否回得去？回不去，则在城市的生活就很

艰难。回去？心理成本又是相当地高。 
 
以上只是从心理成本上讲的。如果终究在城市生活得艰难，而农村还仍然能回去，

那就回去吧。回到农村也就是回归自然，回归清净，回归家乡，也是回归可以有

点体面与尊严的生活。只要回去，就不会太差。 
 
问题仍在，他们还回得去吗？ 
 
在推动积极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在资本积极下乡的背景下，在要尽快消灭小农经



济的情绪下，以及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快速瓦解，小农生产越来越困难，及媒体

一再制造农村土地应市场化，宅基地应市场化的舆论下面，在学者一再论证农村

要素市场（主要是土地）必须流动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土地，

从而失去家乡，他们进城以后也就不再可以选择返回家乡。他们进城失败，就只

能到贫民窟去生活。我们知道，在当前“中国制造”的背景下面，进城农民真正可
以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只可能是少数，大多数进

城农民都会失败——他们左冲右突而终究要失败，这个时候，城市内规模巨大的
贫民窟就是必然的了，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城市内的二元结构相对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择要有三，第一，中

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建立在农民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没有选

择空间的。 
 
第二，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户家庭是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从而可以维

持超出温饱生活水平的。且五十、六十岁年龄的中老年人进城务工没人要，务农

则是好把式。农业生产也是人的一种权利。劳动在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收入，而

且是内在需要。闲得无聊是相当糟糕的事情。 
 
第三，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可能将各种

矛盾分散到广袤的原野上去，而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在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聚集了

大量人群与矛盾，矛盾不仅难以化解，而且可能激化，不可控。中国式城乡二元

结构因为可以为农民提供进城和返乡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使得一旦城市出现问

题（无论政治的、经济的，也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进城农民都可以退

回农村居住，正如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一样。农民有地方可退，也就缓解了城市

的紧张空气，从而使中国可以有效应对危机。这可谓是以空间来换取了中国应对

危机的宝贵时间和时机。 
 
同时，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即使仍在农村的农户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

工两笔收入，而生活得比较富裕体面，且这样的收入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无

论缺少了哪一笔收入，农户家庭仍可以维持温饱，总不会出现同时失去两笔收入

的情况吧！这种总是可以获得维持温饱收入条件下的小农，其实是这个社会中最

保守也最为稳定的小农。中国目前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约为九亿。

九亿农民稳定，中国重心就稳，只要重心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进程中，即使遇上惊涛骇浪也不足俱。即使有一些政策失误，也不会致命而还有

调整空间合回旋余地。 
 
但若政策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根基破坏了，我们将九亿农民这个重心破坏了，

则中国现代进程中，即使细波微澜也可能成狂涛巨浪。 
 
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理解西方预言中国崩溃论为何次次落空的原

因。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才可以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不犯想当然的

错误。 
 
令人焦虑的是，当前的农村政策似乎正犯着想当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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